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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易激综合征是由脑-肠交互紊乱引发的功能性胃肠疾病, 以腹痛、腹胀、排便习惯改变为主要症状, 影响

全球5%~10%的人口. 当前治疗主要集中于缓解患者腹痛和改善其排便习惯, 但药物疗效有限且可能引发不良反

应. 针刺作为补充与替代疗法, 在治疗肠易激综合征方面展现出潜力. 尽管临床试验证实了针刺的治疗效果, 但由

于其生物学机制仍不明确, 因此在全球医学界存在争议. 脊髓在脑-肠交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磁共振成像技术的

发展为深入探索基于脑-脊-肠轴的肠易激综合征发病机制和针刺起效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综述了基于磁共

振的肠易激综合征脑-脊-肠轴互动异常以及针刺治疗的相关研究. 尽管目前在该病的发病机制和针刺治疗方面有

所突破, 但仍存在诸多不足. 现有针对脊髓的影像研究仍显匮乏, 这限制了我们对该病发病机制和针刺治疗机制

的全面理解. 未来应加强对脊髓影像的研究, 深入剖析脑-脊-肠轴通路的作用机制, 以期为揭示该病的发病机理及

针刺治疗的起效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 现有的针刺对肠易激综合征影响的研究多偏重于现象描述与数据对比,
缺乏与神经科学疼痛理论的结合. 未来应注重与疼痛理论相融合, 深入探讨针刺对疼痛传导与处理关键通路的影

响, 以期阐明针刺镇痛的复杂机制, 进一步推动针刺治疗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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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一

种以腹痛、腹胀、排便习惯改变和(或)大便形态改变

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功能性胃肠疾病[1], 是全球范围内最

常见的脑-肠相互作用紊乱症之一,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

和中国的患病率在5%~10%之间[2]. 女性患肠易激综合

征的可能性是男性的1.5~3.0倍[3]. 与轻度或中度症状的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相比, 重度症状的肠易激综合征患

者更愿意承担重大的药物风险, 甚至愿意接受1%的猝

死风险, 以换取99%的使用实验性药物治愈的机会[4].

当前主流的治疗手段主要集中于缓解患者的腹痛和改

善其排便习惯, 鉴于患者症状及严重程度的多样性, 临
床上还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内脏镇痛剂、促动力

药、止泻药、抗抑郁药物等多种药物治疗[5]. 然而, 药

物治疗对于患者整体症状的改善效果有限, 多数治疗

药物伴随着不良反应的风险[6]. 许多患者为获得更好

的治疗效果, 转向选择补充与替代疗法进行治疗. 针刺

是中国传统医学中最具特色的治疗方法之一, 世界卫

生组织认定针刺是治疗功能性胃肠病的有效手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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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国内外大量临床试验也肯定了针刺治疗肠易

激综合征的疗效[8,9]. 尽管针刺疗法在治疗肠易激综合

征方面已展现出一定潜力, 但目前从生物学角度证实

其疗效的确凿证据仍然不足, 这导致针刺在全球医学

界仍存在一定争议. 近年来, 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
nance imaging, MRI)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研究肠易激综

合征的发病机制及针刺治疗的中枢作用机制提供了新

的契机. 研究人员借助磁共振成像技术[10], 力图深入探

究针刺疗法缓解肠易激综合征症状的生物学原理, 以

期为该治疗方法的科学性和疗效提供坚实支撑. 然而,
当前影像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相对忽视了脊髓结构功能与肠易激综合征之间的紧密

联系. 脊髓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疼痛

感知、肠道动力学调节以及情绪反应等多个与肠易激

综合征相关的过程中都起着关键作用. 忽略脊髓在肠

易激综合征发病机制中的重要性, 可能会制约我们对

该疾病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同时也可能妨碍我们更深

入地探究针刺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作用机理.

1 肠道-大脑交互系统

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 ENS)是一个错

综复杂的网络, 由多样化的内在肠神经元和神经胶质

细胞组成, 它们紧密地镶嵌在肠道的黏膜层、环肌层

和纵肌层之间. 这个网络涵盖了运动神经元、内在初

级传入神经元以及中间神经元. 几乎在中枢神经系统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中发现的所有神经递质

类别, 在肠神经系统中也有体现[11]. 这些神经元被精巧

地组织为两个相互交织的网络: 肌间神经丛和黏膜下

神经丛, 它们以协同的方式精准地调控肠道的运动和

分泌功能. 不同种类的神经元通过独特的神经递质和

调节剂的组合来实现化学编码, 其中许多递质和调节

剂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也广泛存在[12]. 在肠道内, 肠神经

系统与肠道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胶质细胞和上皮

细胞紧密相连, 构成肠道连接组. 在肠道外, 肠神经系

统通过脊髓和迷走神经传入纤维以及节后交感神经和

迷走神经传出纤维与脊髓、脑干和大脑相连[13]. 具体

而言, 肠神经系统通过两条不同的传入神经通路将肠

道信息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14]. 在大多数情况下, 肠道

产生的不适感, 如腹胀和紧迫感, 是通过背根神经节中

的外在初级传入神经元过程检测到的, 并通过脊神经

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15]. 相比之下, 监测营养素组成和

胃容量的胃肠道传感器通过外在初级传入神经元的迷

走神经过程向中枢神经系统传递无痛信息, 从而产生

饱腹感和恶心等感觉[16]. 当大脑接收到需要调节肠道

功能的信号时, 会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传递指令以调

节肠道的各项功能[14]. 其中, 迷走神经传出纤维将大脑

的调控指令传递到肠道, 调节肠道的运动、分泌以及

免疫功能. 而节后交感神经在应激或紧急情况下更为

活跃, 它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血管的收缩和舒张来影响

肠道的血流灌注. 此外, 脊髓则主要负责将大脑的运动

指令传递到肠神经系统, 从而调控肠道的运动功能. 这
一系列复杂的神经连接和信息传递过程, 构成了肠道

与大脑之间紧密的交互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肠神

经系统能够在没有中枢神经系统输入的情况下调节所

有胃肠道功能, 但中枢神经系统(大脑和脊髓)在调节肠

道行为方面具有很强的调节功能[17].
越来越多的研究与临床观察支持大脑在生成和维

持肠易激综合征症状中的关键作用. 肠易激综合征患

者除了肠道症状外, 还可能伴有其他非肠道症状, 例如

对突发且难以控制的腹泻发作产生过度担忧和恐惧,
以及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 系列临床前及临床研究均

证明: 这些社会心理压力因素显著影响肠道屏障的正

常功能, 并减少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18]. 这种影响可能

促进肠道感觉传入神经元的敏化, 并增加伤害性感受

输入至大脑的信号传递[19]. 这种改变可能形成一种适

应不良的稳态, 其特征在于情绪处理相关脑区的兴奋

性异常增高, 并导致大脑情绪处理通路的结构特性发

生改变[20], 这可能是疾病症状发展倾向的指标. 因此,
大脑的情绪处理通路可能影响个体对压力性事件的感

知, 其改变可能导致个体对肠易激综合征的躯体症状

更为敏感, 或影响个体对治疗的反应[21]. 现有的脑科学

研究揭示,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中, 与情

绪唤醒、中枢自主控制、中枢执行控制以及感觉运动

处理相关的区域及其相应的脑网络可能存在功能和结

构的异常[10]. 这些中枢神经系统的异常为解释患者所

表现出的多种信息处理异常提供了合理的神经生物学

基础, 例如, 应激超反应、威胁评估偏见、认知不灵活

性、自主超唤醒、症状聚焦注意力[22,23].

2 基于磁共振影像的肠易激综合征中枢神经
系统异常

2.1 脑磁共振成像

磁共振成像技术[24]是当前神经科学领域中对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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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进行非侵入性研究的核心医学影像手段. 功

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RI, fMRI)技术则能够通过

探测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BOLD)信号, 通过对大脑血流和血氧代谢的细微变化

进行高灵敏度检测, 间接地揭示中枢神经系统在静息

状态以及执行特定任务时神经元的活动模式. 功能磁

共振成像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探索正常大脑的功能组织

和认知过程, 还可以用于研究各种神经系统疾病对大

脑功能的影响. 结构磁共振成像(structural MRI)侧重于

描绘中枢神经系统的精细解剖结构, 提供大脑组织的

形态学信息, 包括灰质和白质的分布、脑室的形态以

及可能存在的结构异常. 通过这些高分辨率的结构图

像, 研究者能够深入了解大脑不同区域的结构特征(厚
度、体积、灰质和白质密度等). 扩散张量成像(diffu-
sion tensor imaging, DTI)则是一种能够揭示大脑白质

纤维束微观结构和连通性的高级磁共振技术. 它通过

测量水分子在脑组织中的扩散运动, 生成扩散张量图,
从而描绘出白质纤维束的走向、密度和白质完整性等

信息. 它可以用于研究大脑不同脑区的结构连接模式,
可用于评估各种神经系统疾病对白质纤维束的损害程

度和范围. 近年来, 随着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不断革新与

分析方法的日益完善, 其在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脑的结

构与功能异常研究中应用愈发广泛且深入. 研究者们

能够全方位、多层次地探究肠易激综合征对大脑神经

元活动、形态结构以及白质纤维束连通性等方面的影

响, 为揭示该疾病的神经机制和治疗策略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

2.2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脑功能、结构异常

在神经系统中, 疼痛信号的传导通常涉及两条主

要路径: 上行疼痛调节通路和下行疼痛调节通路[25]. 上
行通路在疼痛感知中扮演关键角色, 负责将身体遭受

的疼痛刺激从外周感受器经脊髓传递到大脑[25]. 当身

体受到有害刺激时, 痛觉感受器将有害刺激转化为神

经冲动, 并通过初级传入神经纤维传递到脊髓背角. 在
脊髓背角, 疼痛信号经历初步的加工和整合后, 沿着脊

髓丘脑束等上行纤维传递到脑干. 丘脑中的神经元接

收来自脑干和其他脑区的疼痛信息, 将其加工成更为

复杂的感知表征, 并最终投射至大脑皮层. 大脑皮层接

收并整合来自丘脑的疼痛信息 , 形成主观疼痛体

验[26,27]. 一旦上行疼痛调节通路的信号到达躯体感觉

皮层, 便会触发下行疼痛调节通路. 下行通路在疼痛感

知的调节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负责将大脑接

收到的疼痛信号经脊髓向下传递至反射器官, 从而使

个体能够对疼痛做出适当的反应[25]. 下行疼痛调节通

路的输入来自多个脑区, 包括下丘脑、杏仁核和前扣

带皮层吻侧部等. 这些区域将信号传递至中脑导水管

周围灰质, 并从导水管周围灰质输出至延髓. 延髓头端

腹内侧的神经元投射至脊髓或延髓背角, 可直接或间

接增强或减弱伤害性信息的传递, 从而改变个体的疼

痛体验[27]. 上行疼痛调节通路与下行疼痛调节通路在

疼痛处理过程中相互作用, 它们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神

经机制共同调控疼痛感知的生成与表达, 确保生物体

能够对疼痛刺激做出恰当的反应. 肠易激综合征的病

理生理学特征与这种双向疼痛调节机制密切相关, 表

现为双向脑-肠轴紊乱[10]. 无论是肠道(自下而上)还是

大脑(自上而下)的神经系统发生改变, 都可能导致肠易

激综合征的症状[10].
针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

患者在多个脑区存在异常. 这些异常涉及、情绪唤

醒、中枢自主控制、中枢执行控制以及感觉运动处理

等多个方面. 突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 SN)主要包括

前脑岛和背侧前扣带皮层[28], 该网络能够协调并调整

对体内平衡扰动(包括内部及环境因素)的生理和行为

响应[29]. 内脏输入到突显网络的情感动机成分汇聚于

前脑岛, 与背侧前扣带皮层协同进行反应选择和冲突

监测[29]. 在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研究中, 控制性直肠扩

张已被证实会导致突显网络的参与度增加, 这与情

感、情绪和唤醒过程的增强有关[30,31]. 一项研究发现,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背侧前扣带皮

层中神经激肽-1受体(neurokinin 1 receptor)的可用性降

低, 并且降低程度与肠易激综合征症状的持续时间密

切相关[32]. 此外, 通过多模态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 突

显网络与感觉运动网络连接性的增加预示肠易激综合

征患者在3~12个月内症状无法缓解[33].
默认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主要包括内

侧前额叶皮层、后扣带皮层、楔前叶和角回[34]. 默认

网络在疼痛感知中的作用与突显网络相反, 即当注意

力集中在当前的感觉刺激上时, 默认模式网络会受到

抑制, 而当注意力集中在与当前的感觉刺激无关的想

法上, 默认模式网络就会被激活[35]. 一项神经影像学研

究表明, 与健康人群相比,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默认网

络活动降低[36]. 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进行直肠利多卡

因给药后, 患者的疼痛感显著降低, 同时默认网络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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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增强[37], 这一发现表明默认网络参与了肠易激

综合征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反应.
感觉运动网络(sensorimotor network, SMN)是一个

复杂的神经网络, 其核心组成部分包括初级运动皮

层、前运动皮层、丘脑、基底神经节、辅助运动区、

后盖/岛叶以及顶叶的初级感觉皮层[38], 该网络负责内

脏和躯体感觉信息的处理和调节[39]. 研究发现, 在经历

肠易激的青春期女孩中, 基底神经节和丘脑的灰质体

积有所减少, 感觉运动网络内部功能连接性增强[40]. 在
经历肠易激的成年女性中, 初级和次级躯体感觉皮层

以及皮层下区域的灰质体积和皮层厚度增加, 后脑岛

和额上回的灰质体积、表面积和皮层厚度较小[33]. 此

外, Grinsvall等人[41]发现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在直肠扩

张期间的疼痛感受与左侧初级躯体感觉皮层的厚度相

关, 这可能反映了感觉运动网络在处理和调节内脏疼

痛感觉方面的功能异常.
中央自主网络(central autonomic network, CAN)主

要包括岛叶皮层、杏仁核、下丘脑、导水管周围灰

质、孤束核、蓝斑和腹外侧髓质[42]. 中央自主网络调

节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内脏运动、内分泌、疼痛和行为

反应[42]. 中央自主网络通过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的传

出投射与肠神经系统紧密相连, 同时肠神经系统的传

入神经将内脏感觉信号向上传递至大脑. 突显网络的

中枢通过向杏仁核(负责标记情绪效价并引发对行为

相关刺激的自主生存反应)、下丘脑(调节内稳态并作

为应激反应的模式发生器)以及包括导水管周围灰质

和蓝斑在内的脑干结构进行下行投射, 进而参与自主

控制[10]. 导水管周围灰质在整合对应激的自主反应、

疼痛调节/镇痛和运动反应中扮演关键角色[43], 而蓝斑

—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则在行为觉醒和应激反应中发挥

核心作用[44]. Hubbard等人[45]使用腹部疼痛范式, 探索

促皮质素释放因子受体1(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
receptor 1, CRF1)拮抗剂在预期腹部疼痛过程对情绪唤

醒回路的影响. 结果显示, CRF1拮抗剂能够减少肠易激

综合征患者大脑中杏仁核、脑岛和下丘脑等区域的激

活, 进而减轻了与腹部疼痛预期相关的负面情绪反应.
综合多项结构和功能研究的结果, 肠易激综合征

患者与显著性评估、注意力、压力感知及反应, 以及

感觉处理相关的多个大脑网络发生改变. 这些大脑网

络的反应性和连接性受到多个易感基因的调控, 这些

基因与肠神经系统和焦虑障碍中发现的基因存在共性.
基于上述发现, 我们推测由社会心理因素和肠道应激

反应所引起的稳态扰动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 进而产

生一系列从胃部症状到焦虑的临床表型.

2.3 脊髓磁共振成像

脊髓磁共振成像(spinal MRI)作为专门针对脊柱部

分的成像技术, 逐渐成为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该
技术能够非侵入性地获取脊髓及其周围组织的详细解

剖结构和功能信息, 为神经科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

的视角. 在所有脊髓分段中, 颈髓的截面积最大, 因此

成为脊髓MRI研究的重点之一. 目前, 主流的磁共振设

备制造商已研发出用于颈部脊髓成像的头颈联合线圈.
这些头颈联合线圈的设计和优化, 使得颈髓的细微结

构得以更清晰地展现, 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依

据. 使用热刺激和脊髓磁共振成像, 大多数研究观察到

刺激所引发的激活位于同侧背角区域[46,47]. 然而, 一些

研究也发现了对侧和腹侧角的激活[48,49]. 例如, Weber
及其团队[49]使用脊髓MRI技术对健康人群在触觉刺激

不同皮节(C5和C7)时脊髓活动的空间分布进行了定量

评估. 结果表明, 触觉刺激所引发的激活不仅被发现在

同侧背角区域, 还扩展到背侧和腹侧区域, 并跨越多个

脊髓节段(C5、C6和C7). 这与之前大多数研究的观察

结果有所不同, 可能是由于技术和方法上的限制所导

致的, 例如序列敏感性、数据处理和分析流程的差异

以及受试者间的变异性. 另一方面, Weber等人的发现

也有可能确实揭示了脊髓回路在伤害性刺激处理过程

中的激活模式. 一项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身上的高分

辨率fMRI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 该研究发现伤

害性热刺激引发的激活模式不仅局限于同侧背角, 还

向对侧背角以及腹侧延伸[50]. 此外, 研究人员还借助脊

髓MRI技术, 深入探究脊髓对伤害性刺激的处理机制.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 他们发现无论是由反安慰剂效

应引起的痛觉过敏[51], 还是由阿片类药物戒断引起的

痛觉过敏[52], 都会导致脊髓活动增强. 相反, 在由安慰

剂效应诱导的镇痛状态下, 脊髓活动呈现减少趋势[53].
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脊髓的结构和功能,
也为脊髓疾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4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脊髓功能、结构异常

脊髓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内

脏感觉的编码、传导及调控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 伤害性感受信号主要通过脊髓丘脑束(spinothala-
mic tract, STT)和脊髓臂旁核通路(spin parabrach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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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 SP)从脊髓传递至大脑. 早在2004年, 胃肠病学

刊物Gut就报道了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痛觉过敏显著关

联脊髓痛觉神经元高兴奋性的研究结果[54]. 2021年Mi-
crobiome报道, 脊髓损伤小鼠脊髓神经功能恢复伴随着

肠道菌群的改善[55]. 同年, Science发表关于肠-脑轴中

炎症信号在炎性疾病中作用机制的综述, 指出脊髓背

根神经节(dorsal root ganglia, DRG)伤害感受器神经元

对肠道致病性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但是这些效应是否

需要中枢神经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尚不清楚, 因此有必

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去揭示脊髓传出通路对肠道的调节

作用[56]. 此外, 越来越多动物实验发现, 肠易激综合征

患者在慢性应激影响下, 大脑情感回路、下丘脑结

构、功能的改变, 同时会导致脊髓局部神经炎症的发

生, 进而影响其下行调控功能[57]. 上述研究提示, 基于

大脑-脊髓环路揭示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内脏高敏感的

神经调控机制, 不仅能够完善已有中枢神经系统对肠

道的下行调节理论, 同时可进一步阐明肠易激综合征

患者大脑情感通路、脑脊疼痛传导通路适应不良可塑

性变化特点.
当前, 磁共振成像技术为评估脑-肠互动中枢神经

机制提供新视角. 然而, 当前影像学研究多集中于探索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脑异常”机制, 针对脊髓通路的研

究工作尚无报道. 脊髓磁共振成像的发展相比脑成像

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 这主要受限于目前的磁共振成

像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 脊髓的截面非常小, 且受外生

理噪声(呼吸、心跳、脑脊液)的影响, 脊髓信号的精准

成像不仅困难重重, 且图像分析方法也存在挑战. 2021
年10月, Nature Protocols首次向学术界公布“脊髓定量

磁共振成像的通用方案”, 该方案将作为研究人员和临

床医生实施脊髓成像的起点[58]. 近5年来, 脊髓磁共振

成像技术与分析方法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使得脑脊同

步磁共振成像成为可能 (图1(a~c)), 这为研究者提供了

全面了解肠易激综合征肠-脊-脑双向传导通路异常特

点的机会, 无疑将为深入探索该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

评估治疗效果提供有力的帮助.

3 针刺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磁共振研究进展

肠易激综合征是针刺治疗具有显著优势的疾病之

一. 在2012年的一项Cochrane系统评价中, 综合分析了

17项研究, 涵盖了总计1806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数

据. 研究结果表明, 针刺治疗易激综合征患者的有效率

高达84%, 相较于药物治疗的63%展现出了明显的优

势[59]. 此外, 一项规模庞大、多中心参与的随机对照试

验进一步证实, 针刺治疗能够显著缓解肠易激综合征

患者的整体症状、增加每周排便次数并改善粪便的性

状. 与阳性药物对照相比, 针刺治疗在疗效上相当, 并

且未观察到严重的不良反应[9].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在推荐评估肠易激综合征临床试验治疗效果时,
推荐了一套复合终点指标: 即与基线相比, 患者在过去

24小时内所经历的最严重腹痛的每周平均值应至少减

少30%;同时,与基线相比,患者每周出现至少1次6型或

7型稠度大便的天数也应减少50%或更多. 这一标准的

制定为针刺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临床效果提供了更为

明确和客观的评估依据[60]. 2022年, Qi等人[61]在该终点

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估了针刺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

可行性. 研究结果显示, 经过连续4周、每周3次、每次

30 min的针刺治疗后, 针刺综合应答率可达46.7%. 这

一发现为针刺在肠易激综合征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
目前, 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来探究针刺对肠易激

综合征中枢调节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 2020年, Ma等
人[62]采用这一技术手段, 考察针刺治疗前后大脑功能

连接度的变化, 及其与患者症状缓解之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显示: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

在右侧海马体、右侧枕上回、左侧舌回、左侧枕中回

以及小脑区域存在显著的功能连接异常. 在针刺治疗

后, 这些脑功能异常得到了显著改善, 针刺治疗后个体

功能连接变化的强度与患者症状改善的强弱之间存在

密切的相关性[62]. 上述结果暗示针刺治疗在调节大脑

功能连接度、改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症状方面的重要

作用. 在2021年, Zhao等人[63]进一步报道了针刺对大脑

网络功能连接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 针刺能够调节大

图 1 (网络版彩图)脑脊同步磁共振图像. (a) 功能磁共振图. (b) T1
加权图. (c) 弥散张量图
Figure 1 (Color online) Synchronized brain and spi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b) T1-
weighted image; (c) diffusion tensor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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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注意力网络与默认网络、额顶网络之间的功能连接.
并且, 这些网络间的变化与抑郁程度、生活质量影响

程度以及肠易激综合征严重程度量表的变化呈现出正

相关关系. 此外, 国内多家学术期刊也相继报道了针刺

在调节大脑功能方面的独特作用, 研究发现针刺能够

显著地调节静息态下各脑区的功能以及脑区之间的信

息交互[63], 这些结果表明针刺如何通过调节大脑功能

来改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躯体症状, 为针刺疗法的

临床应用与深入研究提供了影像学依据.
当前针刺对肠易激综合征影响的研究虽已取得一

定进展, 但仍存在诸多不足. 现有研究多侧重于现象描

述与数据对比, 缺乏与神经科学疼痛理论的深度融合.
疼痛的产生、传导及调节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生理反应

网络, 而针刺镇痛作用与这一网络紧密相关. 然而, 目

前对于针刺如何影响并调节这一网络中的关键通路,
诸如针刺镇痛的下行抑制途径、丘脑中央中核-前脑

回路-束旁核环路、中脑-边缘镇痛环路, 以及丘脑中央

下核-腹外侧眶皮层-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等, 尚缺乏深

入系统的研究. 此外, 现有的研究多关注大脑皮层的功

能连接变化, 而对于针刺如何影响脊髓这一疼痛传导

和处理的重要环节, 相关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脊髓作为

疼痛信号传递、调制与整合的重要中枢, 针刺对脊髓

功能的影响可能是其缓解疼痛的重要机制之一. 然而,
目前关于针刺如何作用于脊髓以缓解疼痛的研究仍相

对匮乏, 这限制了我们对针刺镇痛机制的全面理解. 综
上所述, 当前针刺对肠易激综合征影响的研究在深度

和广度上均有待加强. 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与神经科

学疼痛理论的结合, 深入探讨针刺对疼痛传导与处理

关键通路的影响, 同时关注针刺对脊髓功能的调节作

用, 以期揭示针刺镇痛的复杂机制, 并推动针刺研究的

深入发展.

4 讨论与展望

脑-脊-肠轴是一个复杂双向的交流系统, 该通路异

常是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持续存在的核心因素. 脊髓在

该通路中发挥着信息传递与整合的重要作用, 但目前

针对脊髓的影像研究不足限制了我们对肠易激综合征

发病机制的全面理解. 为了探索肠易激综合征的病理

生理机制, 加强脊髓影像研究并深入探讨脑-脊-肠轴通

路的作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 针刺治疗作为

肠易激综合征的一种有效干预手段, 但其起效机制尚

未明确,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疗法的进一步应用

与推广. 脊髓磁共振成像技术为研究针刺治疗肠易激

综合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有力的工具. 利用脊髓磁

共振成像技术, 我们能够精确捕捉并量化分析脑-脊-肠
轴通路在针刺治疗过程中的细微结构和功能变化. 这

有助于我们深入揭示针刺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起效机

制, 为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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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brain-spinal cord-gut axis abnormaliti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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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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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is a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triggered by the disorder of brain-gut interaction
and characterized by abdominal pain, bloating, and altered bowel habits. It is estimated to affect between 5% and 10%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lthough IBS does not have an excessive mortality rate, the disease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an lead to significant disability. Current treatments mainly focus on relieving abdominal pain and improving
bowel habits. However, the effect of drug therapy on the overall symptoms of patients is limited, and the majority of
therapeutic drug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adverse reactions. Consequently, many patients turn to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therapies to achieve more favorable treatment outcomes. Acupuncture, as a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therapy, has shown potential in the treatment of IBS. Although clinical trials have confirme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cupuncture,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remains unclear, leading to controversy in the global medical community.
Researchers, leverag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echnology, strive to delve deeply into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lleviation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symptoms through acupuncture therapy, aiming to
provide solid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basis and efficacy of this treatment method. However, current imaging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s on changes in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relatively neglecting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spi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IBS. The spinal cor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brain-gut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RI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the pathogenesis of IBS and 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based on
the brain-spinal cord-gut axis. This paper reviews MRI-based studies on abnormalities in brain-spinal cord-gut axis
interaction in IBS and acupuncture treatment.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advancements in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and using acupuncture to treat IBS,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limitation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One limitation is the
insufficient number of imaging studies on the spinal cord, which hinders ou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IB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acupuncture therapy.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imaging study of the spinal cord and conduct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brain-spinal cord-gut axis mechanism. This will
enable u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hogenesis of IB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cupuncture on IBS primarily concentrates on
describing the phenomenon and comparing data but fails to incorporate the principles of neuroscience pain theory. In the
future, it is important to prioritize the integration of pain theory and thorough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acupuncture on the
primary pathways of pain transmission and processing. This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intricat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analgesia and facilitate the broader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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